附件2
李先念——将军不下马
  
李先念，湖北红安人，1909年6月生，1926年10月参加革命，192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 ，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团政委、师政委、军政委，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财政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国家主席，第七届全国政协主席。1992年6月逝世。

   李先念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革命战争年代，他身经百战，履危滔险，屡建战功。他意志坚定、对党忠诚、顾全大局、勇于担当的品格特质，享誉军中，也曾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1960年，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指着陪同会见的李先念说：“他是将军不下马的。”

河西征战  受命危难
2019年8月20日，甘肃省高台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碑巍峨高耸，庄严肃穆。纪念碑正面，由前国家主席、当年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题写的“红军西路军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十五个大字，熠熠生辉，格外醒目。
在全党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敬献花篮，凭吊先烈。他深情地说:“我心里一直牵挂西路军历史和牺牲的将士，他们作出的重大的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载史册。他们展现了我们党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体现了红军精神、长征精神。我们要讲好党的故事、红军的故事、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西路军的历史，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极为悲壮、极为惨烈的一幕，也是李先念军旅生涯的一段血火征程。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贯彻打通国际路线，联合东北军、西北军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战略方针，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令红四方面军一部率先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李先念任政委、程世才任代军长的红三十军，是红四方面军主力军之一，奉命担负渡河先遣军的重要任务。
天堑黄河，九曲回环，浊浪排空。红军大部队要过黄河，一要选准渡河点，二要准备大量船只。而经向当地群众了解得知，老百姓的船只、皮筏，早已被“马家军”掳掠到黄河西岸去了。
困难从来吓不倒革命者！李先念当机立断：“自己造。”木匠出生的他，从部队中挑选出600多名青壮年，隐藏在黄河东岸的一片树林里，就地取材，秘密造船。经过一段时间昼夜奋战，终于打造出16艘较大的船只。而与此同时，侦察员也在靖远县虎豹口（今河抱口）附近选好了渡河点。
10月25日，红三十军经过激战，胜利西渡黄河，并随即占领战略要地一条山、五佛寺，抗击甘肃军阀马步青骑兵部队的多次猛烈进攻，为后续部队打开前进通道。
11月11日，中央命令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及三十军、九军、五军和妇女独立团等部组成西路军，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远方”（苏联）的战略任务。李先念被任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
“迷离坎坷茫茫路，险关恶岭万千里。”在随后的四个多月时间里，李先念和西路军2.18万指战员，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忍饥熬寒，摧坚陷阵，与数倍乃至数十倍优势敌军展开殊死搏斗，歼敌2.5万余人，有力策应了河东红军和友军，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西路军由于面对强敌、孤军深入、疲兵屡战、弹尽粮绝而最终将陨兵亡、断戟折戈、喋血沙场。红五军军长董振堂，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三十军副军长熊厚发等一大批红军将士英勇牺牲。
西路军失败后，1937年3月中旬，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李先念负责西路军余部的“统一军事指挥”。他受命危难，以挽狂澜于既倒的超凡胆略和惊人毅力，率领西路军余部左支队，西越祁连山冰峰雪岭，深入渺无人踪的原始森林，穿行被称为“死亡之海”的茫茫戈壁和沙漠，历经47个昼夜，九死一生，于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地区，在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护下转至迪化（今乌鲁木齐），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
李先念和西路军两万多名英勇将士，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歌！

五师抗战  砥柱中流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值此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大政方针，作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等重大战略决策。
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党中央从延安派出大批干部，奔赴华北、华中等抗日前线，组织发动和领导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西路军失败后辗转到达延安、此时正在抗大学习的李先念，成为选派人员之一。开初，组织上拟派他到八路军一二九师担任营长，并询问他有何意见。李先念表示：“只要让我扛枪打日本，干什么都行。”但毛泽东得知此时事后认为不妥，指出：“这样对李先念不公平。”毛泽东请刘少奇给李先念另行安排工作。经过一番周折，李先念接替彭雪枫担任河南省委军事部长。
1939年1月17日，正值年关，大雪纷飞。李先念化名“李威”，带领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出发，向武汉外围挺进，执行开辟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使命。
其时，武汉外围地区形势异常严峻复杂。日军占领武汉后，以武汉为中心向周边辐射，构筑了密如蛛网的防御体系，其屯兵密度高于华北地区9倍，武汉及周边被称之为日军“屯兵密度之最的地区”。武汉附近的40多万国民党军，纷纷撤退到鄂东北、鄂西北、鄂西南山区。沦陷区内，地主游杂武装四起，鱼肉百姓。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没有成连以上建制的红军部队”，总体处于既弱小、又分散的状态，面临随时被消灭的危险。
面对极端复杂困难的局面，李先念审时度势，从容应对。他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和依靠人民，独立自主地开辟一片新天地。
第一招就是举旗亮剑，打出新四军的旗帜。6月，李先念率部进入京山养马畈，同陶铸领导的应城抗敌自卫队等部会合。在鄂中区党委召开的会议上，他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排除纷议，提出统一鄂中、豫南党的组织和武装，公开亮出新四军的旗帜，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主张。他的正确意见，很快被上级采纳。经中原局和刘少奇同意，成立新的鄂中区党委，陈少敏任书记；组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
武汉沦陷后，国民党军怯战，日军肆虐横行，百姓生灵涂炭，鄂豫边地区，“恐日病”盛行。鉴于此，李先念指挥部队积极展开对日军的作战，打出新四军军威，树立人民抗日信心。在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组建前后，他指挥部队先后在余家店、憨山寺、赵家棚、新街镇等地袭击日军，连战皆捷。很快，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抗日的大旗在鄂豫边地区树立起来，老百姓奔走相告：“当年的红军回来啦！”
短短一年时间，李先念以当初南下的160余人为基础，以“滚雪球”的方式发展壮大，创建了一支9000余人的党领导的抗日武装。1940年1月3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京山县八字门正式建军，李先念任司令员。对此，中共中央高度评价：“挺进纵队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1941年1月，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反击国民党反共高潮中，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将华中新四军各部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在武汉外围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2月18日，中央任命李先念为五师师长兼政委。4月5日，李先念率五师高级将领在随州九口堰通电就职。
在暴风雨中诞生的新四军五师，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对敌斗争。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率领这支英雄部队，以民族和人民解放为使命，以战略包围武汉日军为目标，驰骋长江两岸、汉水南北，实施战略展开，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加强政治建设，创办抗大十分校，正风肃纪，锻造“铁军”。突出军事建设，坚持“发展第一、军事第一”方针，开辟汉（川）孝（感）（黄）陂，袭入孝感城；发起侏儒山战役，威逼武汉；挺进鄂南，创建大幕山根据地；东进鄂皖边，巩固鄂东根据地；进军襄南，恢复襄西，挥师洞庭湖滨。同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加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
一片新的天地终于开创出来！新四军五师发展壮大为整个新四军7个师1个独立旅中“地盘最大、人数最多”（叶飞语）的一支战略武装。其开创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东起安徽宿松、太湖以及江西瑞昌、彭泽，西至湖北宜昌，南起湖南洞庭湖滨，北达河南舞阳、叶县，纵横9万平方公里，实现了对武汉日军的战略包围。对此，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嘉奖五师“发展第一、独立工作第一”。
从1939年1月率队南下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李先念等领导新四军五师，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了拥有5万正规军和30万民兵的武装力量，抗击了15万日军和8万多伪军，对日伪军主要作战1260余次，歼灭日伪军4.37万余人，解放了9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和1300多万人民，建立了8个专区和11个中心县、66个党政军组织齐全的县级人民政权，为中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原突围  以弱胜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进入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时期。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依仗美国政府的支持，企图继续实行其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则顺应民心，主张停止内战，建立和平、民主、幸福的新中国。
在这场关乎中国命运前途的大决战中，自古就被称之为“兵家必争之地”的中原地区，因其特殊地位而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之一。抗战刚刚结束，蒋介石就调集20多个师和9个游击纵队的兵力，从四面八方扑向由李先念等领导新四军五师开辟的中原解放区，并迅速占领了我大片地区。
鉴于敌强我弱和孤悬敌后的不利局面，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曾考虑将新四军五师撤到黄河以北地区。这个时候，如果五师主动撤离，完全可以像陈毅所说的那样，“大摇大摆，连尿盆夜壶也都带上”。但李先念却自觉把五师置于全国大局中加以考察，主动向党中央毛泽东提出汇集力量、坚持中原的建议，并得到批准。
1945年九十月间，王震、王首道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自粤北返，王树声、戴季英率领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自豫西南下，连同冀鲁豫军区水东部队，在桐柏山地区与新四军五师胜利会师。根据中央指示，随即组建以李先念为司令员、王树声和王震为副司令员、郑位三为政委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下辖两个野战纵队和江汉、鄂东、河南三个二级军区，全军共约7万人。新组建的中原军区，肩负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牵制重任，巍然屹立在中原前哨，把守着华东、华北等兄弟解放区的大门。
从抗战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李先念等领导新四军五师和随后组建的中原军区部队，为全局而战，牺牲小我、顾全大局，进行了长达10个月艰苦卓绝的战略坚持，将国民党军30余万人牢牢吸引在自己周围，使其不能东顾北调，为华东、华北、东北等兄弟解放区军民进行反内战斗争，做好迎击国民党军全面进攻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时间。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在作好全面内战部署后，决计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大规模全面内战。蒋介石密令郑州绥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郑州、武汉两个行营30余万部队，对包围已久的中原军区部队实施进攻，“48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之”，企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
面对强敌，是坐以待毙、束手就擒，还是挺起胸膛、迎接挑战？李先念又一次表现出“将军不下马”的坚定意志和英雄气慨。他和王树声、王震等一道，处险不惊，沉着镇静，审时度势，慎思断行。他把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战略方针和中原地区的斗争实际紧密结合，正确进行战役部署，精心选择突围方向，精准把握突围时机，作出了主力分南北两路向西、其他部队在东线和北线配合行动的战略决断。同时拟定，6月26日展开突围行动，7月1日国民党军总攻之前跳出其内层包围圈。6月21日，李先念和郑位三联名向党中央、中央军委详呈了中原突围的战役计划。
6月23日，毛泽东亲拟电文，以中央军委名义指示郑位三、李先念：“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毛泽东的电文，表达了中央对突围计划的高度肯定，对中原军区部队的高度信任和期待。
李先念清醒地认识到，面对五六倍于己的国民党军，中原军区部队要把中央批准的突围计划实施好，关键在于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为此，他精心设计了“声东击西”和“空城计”两曲好戏。他命令人称“皮旅”的第一纵队第一旅皮定均部，积极主动向东佯动，造成主力向东突围的假相；同时，密令鄂东军区独立第二旅张体学部在夜暗中进入中原军区首脑机关所在地宣化店，在主力撤退之后假扮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迷惑军调部第三十二执行小组中的美蒋情报人员，掩护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金蝉脱壳”。这两曲好戏，为中原军区部队跳出国民党军内层包围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6月26日，国民党军悍然撕毁停战协议，以兵分四路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大规模全面内战；李先念指挥中原军区部队，根据党中央毛泽东批准的作战计划，奋起展开中原突围战役。震撼世界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此拉开大幕。
李先念和王树声、王震等，指挥中原军区部队分路实施突围计划。他亲率首脑机关所在的北路军主力一路西进，所向披靡。他高度重视战役首战，认真选定突破口，在国民党两个军的结合部，一举突破号称“钢铁防线”的平汉铁路封锁线，抢在国民党军总攻之前跳出其内层包围圈；他十分强调部队的快速动作，带领广大指战员发扬我军不畏艰难困苦、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以“日行180里”的速度，与追堵之敌展开“竞赛”，越高城、天河口一线，穿豫西南平原，跨唐、白二河，数度粉碎敌人的合围阴谋；他灵活采用集中与分散的战术，在敌大军追堵日急的情况下，及时将北路军兵分两路行动，以分散敌之兵力；他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徒涉激流，强渡丹江天堑；他敢于进行战役中的局部决战，毅然指挥部队在鄂豫陕三省交界的南化塘、鲍鱼岭一带，与据险堵击的胡宗南精锐部队展开殊死搏斗，硬是从敌之合围中杀出一条血路，劈开入陕通道。
至七月底八月初，李先念指挥中原突围部队，历经月余，行程千里，冲破国民党军30多万人的围追堵截，以保存80％军力、歼敌万余的战绩，胜利实现伟大战略转移。
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与世长辞。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王震所撰长文。文中写道：“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起点，埋葬蒋家王朝的光辉开端。它以迎击国民党军队发起全面进攻的首战壮举，为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开创了奠基伟业，在我党我军和我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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